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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前乡镇志”时代 ：明清
市镇历史的知识考古

吴滔，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教授

江南地区自唐宋时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的经

济中心，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江南地区步

入全面开发的历史进程之中，其整体格局主要体现为

由人为垦殖引起的水系变化、生态环境演变、农田水

利发展所引发的聚落结构的演变，由此导致人群活动、

精神信仰、社会组织等社会空间要素的变迁，其中，

最为突出的表现乃是市镇网络的形成，大量原本是乡

村的聚落纷纷演化成为市镇。明中叶以后，当地传统

市镇的军事及行政机能进一步退化，商业机能日渐凸

显，其规模和数量远超过宋代。至盛清时代，市镇经

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市镇和农村之间逐渐形成

一种生产、贸易、文化与信息传递的连锁体。

对于明清以来江南地区普遍出现的商业化发展以

及市镇经济兴起的现象，目前学术界已从经济史、社

会史、区域史角度出发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多从手

工业与农业分工导致商品经济发展的视角出发，认为

江南许多市镇自明清以来均经历过“都市化”的过程，

无论是农业经济还是商品经济结构都进行了“结构性”

的变迁。在这种前提下，部分学者将江南市镇划分为

棉织业市镇、丝织业市镇等单一职能的专业性市镇。

这种以“经济理性”和“社会分工”等西方语境为出

发点的分析工具并非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铁律”。这

是因为，单从经济角度来分析，缺乏历史的深度，将

各个市镇的历史分割成不同部分，进而填充进不同的

发展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市镇本身的历史沿革

及社会变迁，甚至有以逻辑替代过程的嫌疑。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明代中叶并非市镇形成

的逻辑起点。如果完全不了解“成镇”之前更早的聚

落形态，则很难厘清市镇作为一种新兴的聚落层级是

如何选址并取得相对于周边聚落的区位优势的。虽然

不少学者尝试从水系、地形的变迁、土壤构造等角度

考察明清江南市镇形成的自然地理基础，或者从交通

角度强调一些市镇的“区位”优势，但

是，除了突出商业聚落多依河而建的特

征外，并未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富有价值

的信息。一个市场的“区位”优势并非

简单地用交通便利就能涵盖，经济、习

俗和行政制度等要素的合理配置同样非

常重要，交通原则不过是区位理论所需

要考虑的诸多因素之一。除非我们以具

体的市镇为例，通盘考察所有这些要素

在其中所起作用，并结合更大的空间尺

度与区域背景，否则单单关注市镇设立

和缘起与水路交通之间的关联，不仅无

法从中看出时间序列，而且多少会显现

出一些循环论证的意味。

从某一市镇空间内部的角度着眼，

有学者以市镇内河道走向为标准，用

“一”字、“十”字、“丁”字来概括市

镇的空间布局，也有把市镇空间演变的

复杂过程简单化的嫌疑。大量史实表明，

很多市镇从其兴起到完全成型的过程

中，其本身的中心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发生改变，背后有一个在不同时空

下的复杂过程，无论是“市镇布局”还

是“市镇结构”，均是不同时空相互交织，

层层累加的结果。此外，有关明中叶以

降市镇发育并日趋普及原因的讨论，亦

是江南市镇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之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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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学者将市镇出现的直接原因归纳为农

村聚落因商品经济发达所促成、官吏世

家聚居和从军镇演化而来等类型，这种

推论或许与历史事实相差并不很大，但

却遗漏了很多重要的社会历史信息，甚

至割裂了市镇本身的历史沿革与社会变

迁。如果要规避这些“先入之见”，必

须时刻警惕市镇研究最重要的史料——

乡镇志的“史源”问题，避免脱离语境

或单调重复地使用史料。

清代，尤其是乾嘉以降，江南地方

文献众多，尤以丰富的乡镇志资料为

最，但是，这些文献多为清中叶以后江

南市镇的情况以及当时人对此前历史的

追忆，不能直接拿来印证清初乃至更早

的明代甚至宋元时期的历史事实。故有

必要留意清中叶以前“前乡镇志”时代

诸多文献的不同说法，追溯具体社区的

人群活动和权力关系，结合对于地域社

会影响较大的制度改革、社会变局进行

知识考古，从中寻绎出与市镇兴起有关

的人群的实践路径和策略，以便更好地

理解相对晚出的乡镇志文本编纂中的权

力话语。

以嘉兴府濮院镇为例，目前流行的

濮院镇研究中，常常引用该镇宋元时代

的故事来证明江南市镇普遍的发展过程

以及专业性市镇的起源，所依据的多是

清代文献的叙述。根据现存史料，关于

濮院镇正式形成的时间并无定论，而流

传至今的濮院“开镇”故事却颇为传

奇 ：濮院镇古名“槜李墟”，宋建炎以

前系一草市。待高宗南渡，著作郎濮凤

以驸马都尉扈驾临安，于是卜居于此。

其六世孙濮斗南援立理宗有功，擢升吏

部侍郎，诏赐其第曰“濮院”，镇因兹

得名。元大德间，濮氏后人濮鉴广置田

宅，铺路造桥，大建寺观，设“四大牙

行”，主营机业，四方商人因此云集濮院，遂无羁泊

之苦，故又名“永乐市”。然而，这些传说并不完全

反映历史真实，由于早期文本书写者本人的立场不同，

往往出于各自的目的创造了不同的故事版本，后来者

又不断地重复这些说法并添加更丰富的历史细节，使

得它们看上去愈发真实可信。事实上，濮院的传说基

本上是居住在府城市心街的“濮氏”（又称“郡居濮氏”）

在明万历以后出于家族利益而创造完善的。随着织业

技术革新，万历中岁濮绸逐渐热销，濮院附近各大家

族纷纷购田置宅，导致地价飞涨，“加值过百金”。“郡

居濮氏”通过创造祖先传说，“攀附”元代濮院巨族，

试图追认并继承元代濮鉴等人在濮院添置的诸多产

业，确立他们在濮院的地位和权力。

清初，濮龙锡精心撰就《濮川志略》一书，将濮

院镇历史纳于濮氏家族的历史叙事之下，绘声绘色地

讲述了濮氏与濮院发展交相辉映的故事。易言之，《濮

川志略》只叙濮氏事迹，偶尔提及非濮姓也是与濮氏

有深入交往的人物，俨然就是一部濮氏族谱。濮氏的

这种做法显然不能被当时濮院的所有土著接受，乾隆

时人胡琢所撰《濮镇纪闻》就直接指出《志略》只是

家谱而不是镇志 ；几乎同时代的杨树本亦撰《濮院琐

志》，其重点并不在濮院历史，而是在濮院风土人情及

丝织业发展的描写上，故在开镇故事与濮氏史迹上并

无太多自己的观点，完全沿袭陈说。到了清嘉庆十八

年，由金淮、濮鐄、濮承钧、岳洙传合编的《濮川所

闻记》，因为濮氏本身的参与，基本上接受了《志略》

有关濮院历史的说法。至此，有关濮院的几大传说从

抵触反对到互相融合，此后的文献基本都以《濮川所

闻记》为参考，最终构成被今人所接受的“历史”。

像濮院这样的例子在江南并不少见，明初传统的

江南世家大族受到朱元璋的全面打压后，直到明中后

期整个江南才真正繁荣起来。明中叶倭乱所引起的社

会重组和赋役制度改革带来的利益冲突以及地方上权

力的更迭，促使很多新兴家族利用传记书写、大造文

献、编撰家谱来谋取更多的利益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实际上这些家族往往由于仕途中断、家业倾颓，发迹

的时间也不长，于是创造出许多历史久远、祖先显赫

的家族传说来加以附会，并掺入到市镇历史的书写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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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言之，如果要了解市镇从起源到进一步壮大的

真实过程，我们必须辨析清中叶以前“前乡镇志”时

代各类文献之间的细微差别，重新反思所谓“从宋元

草市到明中叶以后的专业市镇逐渐形成”这一目前市

镇发展的一般解释模式及其背后的社会变迁。

对于明清江南市镇研究这一有着非常深厚底蕴的

领域，继续深入的研究方向，除了对文本的重新发现

和解读外，综合性研究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选择。近

年来，笔者从赋役改革、社群流动和地方社会变化等

角度，围绕“空间与社会”这一复杂而又充满张力的

主题，从空间结构的历时性演变入手，将人群的活动

与制度的实际运作填充于其中，重点考察市镇在乡村

聚落中兴起的机制以及市镇区划空间形塑的过程。以

此为基础，结合“前乡镇志”时代文献的爬梳，探讨

市镇形成之前聚落的早期历史，对于认识江南市镇起

源以及街市布局的成型，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下面我们将以嘉定县南翔镇为例，来进一步说明

聚落历史空间发展与文本书写之间的关联。南翔自聚

落形成之日起，就与南翔寺之间纠葛不断。该镇最早

的文物是唐代善士莫少卿捐助的一个寺院经幢，至今

仍保存于南翔镇的古猗园中。另一则有关南翔早期历

史的记录，出自南宋初年《中吴纪闻》中所载因白鹤

聚集而引发建寺的传说。到了元明之际，南翔寺附近

的十字港格局基本奠定，人们开始围绕聚落名称的由

来，尝试处理两个版本之间有关聚落早期历史叙事的

矛盾之处。到了明正德前后，伴随着南翔镇的日益发

达，市镇建筑以十字港为中心的空间垄断倾向愈发明

显，并正式形成了唐代经幢和宋代传说相互融合的趋

势，其历史已被当地人前推至南朝萧梁时代，“因寺

成镇”的说法初现端倪。入清以后，随着市镇空间进

一步加以拓展并稳定下来，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钱大

昕制造了一个完整的南翔镇的历史谱系，强调南翔镇

跟南翔寺的关系，把南翔捆绑于佛寺，把南翔镇的历

史捆绑于佛寺的发展，他正式提出了所谓“寺居镇之

中，镇以寺始，一寺兴废，系一镇盛衰”的说法，将“因

寺成镇”的空间历史叙事加以定型。无论怎样，清人

眼中的“因寺成镇”，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市镇起源

问题并不处在同一话语系统之下。换言之，“因寺成

镇”作为独特的权力话语，并不是要反

映一个它想表达的那个年代（萧梁）就

可能已经出现的历史事实，而是后人刻

意地凸显清中叶该镇空间一体化的某种

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与其把它

当作真实的历史，不如把它当作市镇志

成书年代的一种权力话语的体现。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乃是江南市镇

聚落兴盛的关键时期，然而，目前存世

的江南乡镇志多为清后期至民国时期所

修，这些文献在追溯宋元旧闻时，难免

有不够准确甚至失实的地方。我们只有

回归“前乡镇志”时代，利用现存的少

量明代以及之前的乡镇志，结合碑铭、

文集、笔记等其他文献，对市镇早期历

史的叙事进行必要的知识考古，将不断

“层累”的文献放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

中，挖掘具体人群和事件所起的作用，

从中条分缕析出不同时期发生在各个市

镇中的诸多制度的衍化，进而分析各个

“市镇”不同抑或相同的历史是如何被

创造出来的，重新反思江南市镇起源以

及街市布局成型的历史过程。以之为基

础，将“结构 - 过程”、“经济 - 社会”

等视角和分析手段引入市镇研究中，动

态把握市镇与乡村聚落格局的演变，尽

量“复原”市镇在空间、制度、商贸、

文化等多条脉络交互作用下产生、成长

的复杂过程，突破以往市镇起源研究中

区位决定论等单线逻辑的解释模式，从

时空、文献和制度等多个维度推进江南

市镇史的研究。从而为理解唐宋以来

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和江南社会的发展

机制，提供一条更为清晰的历史演变

的脉络。


